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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湖北农村土地集中现象明显 、主要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地价

下跌 、耕地荒芜等问题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政府为解决湖北农村问题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

包括整理田赋 ,削减农民负担;兴修水利 ,防治水患;发放农业贷款 ,扶植农业复兴;推广良种 ,

改良棉产等等 ,其对策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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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 ,盘踞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度与南京政权形成对峙局面 。1927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14日 ,宁汉战争以汪精卫 、唐生智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15日 ,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布取

消武汉政治分会 ,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12月 2日 ,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

遂初步实现了对湖北的控管。12月 19日 ,湖北省政府重组 ,张知本为省政府委员会主席 ,而全省军政

大权实际上操诸桂系鄂籍军阀胡宗锋 、陶钧之手 。1929年 3 至 4月的蒋桂战争“打破了持续近两年之

久的宁汉对峙局面 ,确立了蒋系南京国民政府对湖北的统治 。从这时起 ,历届湖北省政府完全听令于南

京国民政府 ,与之保持一致” [ 1](第 253 页)。本文拟探讨南京国民政府从开始掌控湖北政权到抗战全面

爆发之前这一时段湖北农村的主要问题与政府所采取的对策。

一 、湖北的农村问题

近代中国 ,农村问题是认识其它社会问题必须考察的历史背景 ,也是产生其它社会问题的重要原

因。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主导性 ,是研究近代中国其它社会问题的坐标 。而湖北是一个

农业大省 ,农业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全省经济全局 ,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 ,

湖北省农业经济处于一种衰落状态 ,具体表现在:

一是土地集中现象明显 ,即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据 1932年 1月的统计材料 ,当时抽

查了湖北 3县 157户大地主 ,他们每户占有土地最少的有 500亩 ,最多的达到 1000亩
[ 2]
(第 112 页)。二

是全省主要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1931年全省水稻 、小麦和棉花的年产量 ,与 20年代年均产量比较 ,分

别减产 31.3%、23.2%和 68.7%[ 2]
(第 246 页)。1930年到 1934年湖北 54县平均夏收成数和平均秋收

成数总是徘徊在 5成到 6成左右 ,平均夏收成数没有一年超过 6成 ,而平均秋收成数没有一年超过 7

成。减产幅度之大 ,实属罕见 。三是地价下跌 ,耕地荒芜 。1931年到 1935年间 ,湖北的水田价格下跌

10%以上 。在地价下跌的同时 ,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减少。据对 1937年 1 月的统计 ,当时湖北的抛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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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3.94%
[ 3]
(第 112 页)。

同时 ,由于农村生产力下降 ,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生产力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耕畜和

农具缺乏 、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农民流离失所 。20年代末 30年代初 ,湖北各地耕畜呈现出不断减少的

趋势。如应城县清水湖村 ,全村无耕牛户在 1923年为 8%,1928年增至 35%,到 1933年大半农户都没

有了耕牛
[ 4]
(第 16页)。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农民的贫困化程度更趋严重。张培刚 1935年对黄安

县(今红安)成庄村进行过调查 ,该村每户平均人口为 6.4人 ,平均每家的生活费支出为 138.8元 ,每人

每年分到 21.7元。据当地标准 ,每人每年要 6石谷才够食用 ,依当时粮价折算 ,6石谷需 15元 ,这样就

只剩下 6.7元来支付衣服 、住房 、燃料及杂项等生活费用 ,其生活程度的低下 ,不言而知。由于入不敷

出 ,不少农民只得借债度日 ,农村金融枯竭。据 1932 年 1月的统计材料。当时调查 11 县 ,调查农户

113 547户 ,而负债的农户就有 42 578户 ,负债率达到 37.50%,负债金额总计 1 543 723.78元 ,每户平

均负债 36.256元[ 3](第 113 页)。当时有超过一半县的农户只食用 2餐。生活的日趋恶化 ,不少农户不

得不离开故土 ,外出谋生 。据 1935年的调查 ,当时湖北有大批人口外流 ,其流离人口中男子占 62%,流

离在外做工的占 41%,沦为乞丐的占 28%,失业的占 10%,其它的占 21%[ 5]
(第 859 页)。

其次 ,在湖北农民处于衰落的背景下 ,农户普遍无力添置种子 、农具投入再生产 ,而且失去了对农业

生产的热情 ,尤其是乡村地主纷纷离村别居 ,进入城市 。这一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星火燎原的土地革

命 ,沉重地打击了和严重地威胁到农村地主 ,二则是因为匪患严重 ,而土匪骚扰劫掠地主要在农村 。据

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研究所的调查 ,湖北地主离村户数为 220 977户 ,占总户数的比例为

20.4%,虽较江西(27.4%)、湖南(26.6%)的比例略低 ,但远高于安徽(18.7%)、浙江(17.7%)、江苏

(16.2%)等省
[ 6]
(第 236-239页)。地主城居加速了农村的衰败和破产 。因为这种情况软化了农村基层社

会控制系统 ,破坏了传统农村的组织性和稳定性 ,加重了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因为地主城居 ,他

们就很少有机会再在社会治安 、公共工程 、教化和慈善等方面发挥作用 ,诚如费正清所言:“在二十世纪

初 ,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们迁居城市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 ,而且关心城市。这样 ,

甚至使他们对农村问题更加漠然视之。”
[ 7]
(第 632 页)同时地主城居带走了相当数量的现金 ,加剧了农村

的金融枯竭。时人评论道:“乡村中的富有者群纷纷逃难到大城市来 ,他们来时不是空着手的 ,而是满载

金银财宝 ,因之银行中的库存就对应着农村金融的涸竭而急速增长。”[ 6](第 242 页)所以 ,从农村问题的

角度看 ,地主城居不是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 ,它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加速了

农村的衰败 ,和农民离村相表内 ,导致农村问题更趋严重。

二 、政府解决湖北农村问题的对策

为维护自己的统治 ,湖北省政府也认识到“复兴湖北 ,首在恢复农业” ,鉴于此 , 1932年 10月红军主

力退出鄂境后 ,湖北省政府历届首脑都力主复兴农业并采取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措施 。1934年 1月 ,

张群在省政府举行的纪念周演讲即提出其施政三原则 ,其第三条即为“培养经济实力 ,复兴农村经济”。

2月 ,张群巡视黄安 、麻城和黄陂 ,在对黄安县各区长各机关团体训话中 ,着重谈了怎样复兴农村经济问

题 ,并提出以下措施:一 、对增加生产量并发展副产品者 ,给予特别奖励;二 、奖励垦荒 、代耕 、竞耕 ,提倡

手工业 ,使人人从事生产;三 、为预防灾患 ,随时随地提倡培修堤坝 、堰 、凿井等事;四 、提供建立各种合作

社。1935年 3月 ,张群在湖北全省行政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今后急待实施之三要政”中的两条为:生产

建设问题及土地整理问题 。1935年 12月 ,杨永泰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主鄂期间 ,施政重点放

在民政和建设方面。在民政方面 ,注意调节农民负担。在此之前 ,保安经费由各县在田赋中附加“亩捐”

解决 ,因而常常出现保安队持枪到各乡强收 ,搅得农村鸡犬不宁的现象 。杨永泰上任后 ,设立了湖北省

保安经费总经理处 ,将保安经费改由省统收统付 ,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 ,缓和了社会矛盾。1936年冬 ,

黄绍竑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在从 1935年起全国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背景下 ,省政府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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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 。黄绍竑上任伊始 ,便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于 1937 年 2 月提出包括有改良农业 、发展轻工

业 、兴修水利 ,整理现有公路等内容的施政计划。综述之 ,为解决湖北农村问题 ,这一时期政府采取的主

要措施有:

第一 ,整理田赋 ,削减农民负担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湖北农民的赋税是很沉重的 ,尤其在桂系鄂籍

军人控制湖北期间 ,为了筹措经费 ,他们不断增设苛捐杂税 ,并实行武力征收 ,致使全省各地均有月捐 、

田亩捐 、团防抡捐 、冬防捐 、清乡捐 、门牌捐等 ,“至征收一切苛税时 ,更多逼迫与剥削 。否则 ,即派出武力

到处捕人” 。在此情势下 ,湖北农村一片凋敝。为恢复民力 ,政府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 。还在 1928年

10月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即制定了《限制田赋附加八项办法》 ,饬令各省遵办 。但各省置若罔闻 ,不仅

不予限制 ,反而相机肆意增加。1933年 5月 ,财政部又制定了《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十一条》 ,经行政院批

准公布 ,饬令各地附加于 1933年度内全部整理完竣 ,不得延缓遗漏 。据此 , 1933年 7月张群主鄂后 ,立

即饬令各县地方财政实行预决算制度 ,对一切不合法的捐款如家畜 、棉纱 、针织 、喜庆 、土产 、出口货物 、

渡头等捐税一律废除 ,将超过法定范围的各种附加税如田亩附加 、地丁附加 、券票附加 、营业税附加等

捐 ,均予减免。随后 ,省政府又根据 1934年 5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所制定的《田赋税则及附加章程六

项》 ,加大了废除和减免苛捐杂税和田赋附加税的范围和力度。到 1935年 ,全省已废除和减免田赋附加

税 21种 ,苛捐杂税 91种 ,共计减免 126万元 。1936年 ,又将武昌等 21县的田赋附加税予以减征 ,计 52

万元。同年 ,还将蒲圻等 39县的 62种苛捐杂税计 45万元相继裁撤
[ 2]
(第 260 页)。为配合减免田赋 ,湖

北省政府还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进行金融改革 ,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开支 ,都要以法币为

限 ,要求全省各地银行 、钱庄清查所有库存的钞票种类 、数目及现金数额 ,层层上报 ,并到指定银行兑换

法币 ,禁止以白银作为货币流通使用。

第二 ,兴修水利 ,防治水患 。洪水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十分巨大的。1931年的大水灾 ,湖北

省有 46县 956万人口受灾 ,被淹农田 2 360 亩 ,死亡 65 854人 ,经济损失达 51 843万元[ 8]
(第 230-231

页)。1935年水灾虽然小于 1931年的水灾 ,但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1931年大水灾后 ,湖北省政府和

南京国民政府均以前所未有的水患意识致力水利建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救灾方针是“以救

命为前提 ,但不以救命为止境” ,以“培养人民元气” , “恢复并增进人民生产能力”为救灾之目的 。同时 ,

“充分利用灾民协助工作之实施 ,以谋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在此救灾方针的指导下 ,

救灾委员会制定的救灾原则是“标本兼治” ,一方面注意实行急赈 ,如发放食品 、收容灾民 、实行防疫等治

标工作 ,另一方面也进行各种复原工作 ,实施防灾计划 ,如实行工赈 、农赈 ,治理扬子江 ,导淮浚治支流等

治本工作 。急赈工作初步完成后 ,从 1931年 9月起到 1932年 2月 15日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

主要工作转向小规模工赈和农赈。所谓小规模工赈主要就是修复堤坝民垸 、整理沟渠 、修建新堤 ,以及

修筑被洪水冲坏的马路等公共设施。1932年 2月 16日以后 ,救济水灾委员会治本工作的重点是实施

大规模工赈 ,即治理扬子江水道等主要江河及其支流 ,至 1932年 8月工赈基本结束时 ,共培修长江 、汉

江堤防 12 950.4公里 ,完成土方 4 100多万方 ,实发赈粮 92 478 吨 ,投入灾工 382 000 多人[ 9]
(第 117

页)。1933年春 ,江汉工程局投入 90余万元 ,兴建湖北金水闸工程。经过两年的努力 ,于 1935年 3月竣

工 ,涸出良田 90多万亩。此外 ,湖北水灾急赈会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湖北分会及湖北水灾善后委

员会也按计划实施防水工程及小工赈 ,招收灾民培修土堤 ,修建武汉市马路及其它公共设施。1935年

汉江特大洪灾后 ,有关部门开始着手汉江堤防的修复工作。除汉江干堤外 ,汉江沿岸重要支堤也在这一

时期得到较全面的修复。1936年 ,湖北省建设厅又分灾情轻重 ,对汉江中下游重要支堤加紧督修 。

第三 ,发放农业贷款 ,扶植农业复兴。1931年水灾过后 ,湖北省政府即拨款筹设农民贷款处 ,专门

发放农业贷款。与此同时 ,经省建设厅建议 ,于 1931年底成立了湖北省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 ,由其指导

各县农村组织信用合作社 ,指导农民从事信用 、生产 、运输等合作事业 ,并接受政府贷款转贷给社员。

1932年 11月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 ,负责核定适用救济的县份 ,协助农村合

作事业委员会及华洋义赈会湖北分会等团体 ,指导农民组织农村合作社 ,办理善后 ,发放农业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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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6年底 ,全省已成立正是合作社 2 501个 ,合作联社 41 个 ,预备社 2 072个 ,共有社员 24.8万余

人 ,纳股金 20余万元 。1933年 4月 ,以农村金融救济处为基础 ,成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

4月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其基本业务之一便是发放农业信用贷款。这样 ,农业贷款开始输入广大农村。

1933年 ,豫鄂皖赣四省银行即对黄安 、罗田等县的 1500多个农村合作社放款 50余万元[ 10](第 63 页)。

到 1936年 ,政府贷款金额总计约 270余万元 ,主要发放到受灾地区和贫困县份 。

第四 ,推广良种 ,改良棉产 。进入 30年代后 ,湖北省产棉县地方政府和省内外一些民间团体 ,相继

从省外引入美棉新品种。同期 ,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选购棉种 3.8万余担 ,分发江苏 、河南 、陕西 、湖北等

省。为了加快美棉新品种的繁育和推广 ,湖北省政府陆续建立了武昌徐家棚 、天门 、江陵 、公安 、钟祥 、随

县等棉场 ,担负全省棉花品种试验种科学繁育的任务
[ 11]

(第 1 页)。同时还在主要棉区建立良种示范区

和特约棉种繁殖区 ,加快美棉新品种在全省的推广。随后又先后于 1935年和 1937年设立湖北棉产改

进所和湖北省农业改进所 ,继续推进全省种子改良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1929年到 1937 年间 ,全省美

棉新品种种植面积年均达 528万亩 ,占全省棉田总面积的近 70%,仅 1936年就新增 20万亩 。

三 、对政府对策的评价

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 、减免税收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 ,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湖北省水利建设的兴起 ,堤防修复工程和若干重点水利工

程的建成 ,对于防治水患 ,保障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农业贷款的发放 ,缓解了农业

资金短缺 、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 ,有利于全省农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 ,从

1932年起 ,全省主要农作物产量开始回升 ,并呈基本平衡状态 。”具体情况见下表[ 12]
(第 166 页):

1931 年 1932 年 1936 年 备注

稻谷 67 554 000 88 897 000 79 532 000

小麦 26 303 000 27 413 000 30 122 000

棉花 1 121 000 1 641 000 3 135 911

单位:担

其中 , 1936年全省的棉产量居各产棉省的第一位 。此外 ,在主要农作物产量呈基本平衡回升状态中 ,逐

步形成了一些产粮大县。农作物的平稳回升 ,逐步改变了多年来湖北省粮食来源不足的状况 ,使多数县

基本自给甚至自给有余 ,为全省范围内的粮食调剂提供了条件。据统计 ,1936年与 1934 年相比 ,稻谷

增长 52.3%,棉花增长 39.6%,其它作物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 。1937年湖北省粮食自给有余的有 17

县;基本自给的有 23县;丰年有余 、灾年不足的有 4县 ,自给不足的有 26县
[ 12]

(第 176-178 页)。农业经济

的复兴 ,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为整个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也为缓解和整治各类社

会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

可见 ,在国民政府对湖北的统治相对稳定以后 ,湖北政权对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确有较大程度的

提高 ,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也确实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 ,一则因为农业的落

后是百余年来积累下来的痼疾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国民政府断不能在短时期内 ,在这方面取得多大

的明显成就;二则由于其采取的措施远不能满足解决农民问题的需要 ,如整理田赋 、减免税收一节 ,由于

减免的幅度太小 ,且在操作过程中仍有一定的随意性 ,所以 ,田赋税收依然是制约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

的因素之一。1933年 ,省政府成立整理田赋委员会 ,以加强整理田赋的力度。是时 ,各地普遍采取“就

户问粮 ,就田问赋”的两种办法 ,对全省土地及田赋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清查 。其三 ,更重要的 ,则是由

于国民政府本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虽然为缓和矛盾 、维护统治 ,采取了一些解决农

村问题的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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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arly Nanjing Gove rnment , rural problems in Hubei w ere serious.Fo r example ,

concentration o f rural land in Hubei w as obvious , the output o f main crops had dropped drast ically ,

land prices w ere falling , and farmlands w ere abandoned.All the issues had caused serious

consequences.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number of important measures to solve the rural problems

in Hubei.T he measures contained following contents: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e farmers;building

i rrigation to contro l flo od;g ranting agricul tural loans to suppor t ag ricul tural rehabili tat ion;

popularizing the good st rain to improve cot ton production and so on.These measures w ere good fo r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g ricultural production objectively .

Key words:early Nanjing government;hubei;rural problems;govern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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